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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准竞争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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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系行政规制形成的“非市场工资”，长期遁入公共政策空间并成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工

具，有违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初衷。如何在保留地方政府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保证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行为的

合理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最低工资标准及其背后的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合理性判断，应当跳出狭义的劳动者

保护视角，依据比例原则将审查重点转移至保障经济共同体整体性、流动性和公平性的视角，对劳动者利益进行

整体理解，重点在于“协调”而非狭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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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向下竞争”的 
最低工资标准 

 

2016 年初，财政部长楼继伟提出薪酬增长过快，

导致企业搬迁至国外，既减低了我国企业竞争力，也

最终损害了劳动者就业机会[1]。同年 8 月，国务院颁

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人工成

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鉴于严峻的经济形式，各省市

的最低工资方案提升放缓，广东等省市则提出冻结最

低工资标准两年。对最低工资标准的抑制并非仅是当

前应急之策，实际上过去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

值与法定的理论值之间一直存在较大差距。 

依据《最低工资规定》中规定的比重法计算，通

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统计年鉴收集全国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市”)的最低收入组

人均每月生活费用支出和赡养系数，共收集 20 个省的

有效数据。数据样本涉及我国大部分地区。其中，“月

消费支出”是该省市最低收入组人均每月生活费支出；

“赡养系数”是各省市总人口数与总就业数之比，系

就业人口的家庭负担情况；“理论标准”是按照比重法

计算的标准，实际标准为该省市一类地区 2014 年工资

标准；“实际标准”是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若该省

市最低工资标准分不同类则取最高标准。如表 1 所示，

我国各省市的实际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低于法定理论标

准，多为法定理论标准的 55%~75%。 

对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现状，有观点认为我国最

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 12.8%，其增长速度快于 CPI，

其调整适当[2]。有的则认为“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一直

偏低，大部分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仅能保障劳动者及

其赡养人口的生存”[3]。张五常教授等甚至主张最低

工资标准违反经济规律应当予以取消。对最低工资标

准的研究多采用结果导向性的研究方式，此类目的−

手段的研究方式作为逻辑起点的“目的”应当是确定

的。然而，在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中，“目的”包含

保护劳动者、均衡劳动市场、稳定就业等多个需要均

衡的目标。基于不同目标可采取的调控手段可能是相

反的：以提高劳动者生活、促进利益共享的理由，可

以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促进就业、提高地区或

企业竞争力的理由，可以压缩最低工资标准。如果说

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是有争议的，那么其对地

方招商引资的影响便是实在的。换言之，并不是所有

的地方政府都会确实执行中央的社会政策，因为这些

社会政策的执行会影响到地方政府自身的资本积累，

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特点是地方可能比中央具有更关

键性的影响[4]。在地方政府与纳税企业政商利益共生

的格局下会有向下的力抑制最低工资标准，存在“向

下竞争”的冲动，这是最低工资标准实际值长期低于

法定理论值的重要原因。 

无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趋势是“向上”还是“向

下”，都不改变其竞争的本质，竞争本身是中性的，对

竞争的判断需要结合竞争的过程与结果进行。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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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国 20 省市 2014 年最低工资标准表 

省市 月消费支出 赡养系数 理论标准 实际标准 省市 月消费支出 赡养系数 理论标准 实际标准 

北京 1 269.66 1.9 2 798.34 1 560 吉林 773.24 1.88 1 686.29 1 320 

天津 1 012.25 1.98 2 324.93 1 680 河北 675.46 1.5 1 175.30 1 320 

上海 1 350.83 2.1 3 290.63 1 820 陕西 771.43 1.6 1 431.78 1 280 

重庆 856.66 1.73 1 719.15 1 250 安徽 738.59 2.14 1 833.47 1 260 

广西 710.20 2.21 1 820.67 1 200 江苏 716.25 1.82 1 512.14 1 480 

新疆 550.50 1.76 1 123.91 1 520 浙江 1 096.25 1.94 2467 1 470 

内蒙古 727 2.05 1 728.80 1 500 河南 649.91 2.4 1 809.37 1 400 

宁夏 689 2.93 2 341.77 1 300 湖北 728.76 2.07 1 749.90 1 300 

西藏 355.33 1.96 807.88 1 200 江西 653.42 2.29 1 735.76 1 300 

辽宁 793.7 1.84 1 694.07 1 300 福建 936.16 2.15 2 334.8 1 320 

 

和制度框架下有序竞争，可以避免权力的恣意性，促

使地方政府均衡各方利益。公平、健康、透明的竞争

既可避免地方政府因民粹主义而盲目提高最低工资标

准，又可避免地方政府为短期经济利益而压低最低工

资标准。一般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的目的是维

护公共利益，但是政府俘虏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均

证实政府并非当然是大公无私的，政府及政府官员有

其依据自身利益进行判断的行为逻辑方式。事实上，

政府间不当竞争会导致政府失灵并产生破坏性后果。

在单一制国家中，由于地方个体的同质性极大，对资

源的需求也极为相同，竞争较之联邦制只会更加激  

烈[5]。缺乏法律约束的地方间政府竞争与最低工资标

准，极易脱离原有行政规制目的转变为变相寻租，破

坏劳动关系的稳定性，损害低收入劳动者的利益，对

社会资源总量和公共利益毫无益处可言。 

 

二、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最低 
    工资标准拟定及行为逻辑 

 

(一)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形成 

1994 年的《劳动法》第 48 条规定，最低工资标

准由各省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原劳动与

社会保障部 2003 年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第 8 条规

定，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由各省市劳动行政保障部门

会同同级工会、企业家协会等研究拟定后，报劳动保

障部。《最低工资规定》实施至今，各省市拟定的最低

工资标准都得到了中央的同意，未出现申请未予批准

的情况。同时，各省市劳动行政保障部门作为各省市

政府的下属部门，其拟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需报各省

市政府决定，因此地方各省市政府获得了最低工资标

准的决定权。 

不同国家政府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有不同的价值取

向，荷兰等国倾向于将工资作为一个社会保护仪表，

而爱沙尼亚则将其作为三方谈判中的一个重要工具，

英国政府则倾向于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促进公平和效

率的一种手段[6]。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种保障制

度，源于《宪法》第 42 条“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义务。各省市政府负责拟定标准是

因为地方政府在信息收集、利益权衡和综合评判上较

中央更有优势，也符合行政区域管理负责制的要求。

遗憾的是，虽然法律规定了劳资双方有权参与最低工

资标准的制定，但是我国劳资谈判机制孱弱、工会行

政色彩浓厚与地方政府的强势使地方政府的行政决定

权缺乏相应制衡。 

(二) 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与地方官员的行为

逻辑 

上下级行政机关间属于隶属关系，下级行政机关

和工作人员应当服从上级的命令和决定，中央拥有对

官员评定和升降决定的大权，这种权力资源是下级争

夺的极其稀缺的资源。依此推论，地方官员必定会全

力执行中央的命令，以取得上级的青睐。然而时间和

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命令时必定

有所侧重，地方政府会选择那些中央更看重也符合地

方政府利益的命令执行。事实上，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并非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提出“2015 年

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的 40%以上”，实际上，多数省市都无法达到这一

要求。例如，2014 年北京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6 463 元，

按 40%计算已达 2 585 元，然而至 2016 年北京的最低

工资标准也仅为 1 720 元。可见，地方政府在调控最

低工资标准上并未完全达到国务院的要求和法律拟定

的理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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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传统的政治学观点，行政规制作为国家提供

的一种公共产品，是“捆绑式消费”，相应的组织和个

人只能遵从，但事实是很多的法律制度是可以被选择

适用的[7]。《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大量的沿海劳动密

集型企业迁到内地用工成本更低的地区便是一种行为

选择。我国实行国税、地税分税制财政体制，地方企

业的税收是地方财政重要的来源，并且影响到招商引

资的考评和当地就业率。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考虑，其

自身缺乏推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动力。更重要的是

经济分权的背后是政治上的集权，地方政府对上级政

府负责，上级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奖惩主要凭借以

GDP 等经济数据为核心的绩效考评系统。在晋升机会

有限的背景下，地方官员必须完成提升 GDP 等经济政

绩，才有可能在向上的“零和博弈”中胜出，获得自

己的前程[8]。虽然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收入增倍计划

等要求不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但是从理性的角度，

政府官员显然更加关心地方的税收、就业等指标，因

为这些指标直观并容易获得上级认可，更能为地方政

府和地方官员带来实际的好处。此外，由于各省市政

府间存在竞争关系，只要有一个省市不提升最低工资

标准，就有可能影响周边省市。在竞争实力相当的情

况下，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带来

降低竞争力的风险。我国竞争实力相近的省份的最低

工资标准看似不谋而合，并非各省市对保护劳动者利

益有相同的理解，而是各省市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

参考彼此标准。 

(三) 地方政府的两难处境及其选择 

我国地域广阔，北上广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

发达国家无异，而西部地区仍较为落后，无法适用统

一的保障标准，故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各省市拟定。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与最低生活保障、失业金等众多财

政性支出直接挂钩，在财政分权制下这些财政性支出

又多由地方财政承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实际是要求

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财政负担。换言之，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便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在面对地

方政府间竞争、经济转型和日渐加重的财政压力下，

一味苛责地方政府对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利可能违反了 

“无人有义务做不可能之事”的正义原则。 

我们应当注意到最低工资标准是一种易升难降的

刚性标准。印尼 2003 年劳动法未明确何为“合理生活

标准”，导致地方政府为政治因素而大幅提高最低工资

标准，甚至超过了劳资双方决定的幅度，造成了激烈

的劳资对抗甚至演变为大规模示威及罢工事件，导致

社会动荡不安[9]。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设计的目标除《最

低工资规定》所确定的保障劳动者及其家人基本生活

的目标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等文件还提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动内需等

目标。其中，保障劳动者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目标是

最基础也最易完成的，其他目标的实现则有赖于地方

财政状况与经济整体形势。从风险偏好的角度，地方

政府的选择多趋于保守，优先选择完成最基本也最容

易完成的目标以回复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选择需要

根据经济状况和地方财政现状决定的其他目标并不符

合地方政府的偏好。此外，最低工资标准过高有可能

使地方政府丧失在经济下行时调控的空间，这亦是地

方政府考虑的重要风险。判断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

准竞争的正当性，不应单纯从最低工资标准数值高低

进行判断，控制最低工资标准背后政府行为的合理性，

才是保证最低工资标准调控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 

 

三、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准 
竞争之法律审视 

 

(一) 行政规制下的“非市场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对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正常劳

动后可获得的最少工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劳动基准

法。劳动基准法是规定劳动关系基本事项之最低基准

的法律，要求劳动关系涉及的责任主体不得低于此基

准，是“政府对劳动条件干预、介入之法，故为行政

法，对劳动基准法主管机关所为之行政处分，应当按

照行政法途径进行救济”[10]。 

行政规制是“特定的行政主体所采取的，直接影

响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的,设立规则、制定政策、实

施干预措施等行政活动的总称”[11]。行政规制是政府

运用公权力直接干涉市场交易，基于私人选择无法纠

正市场失灵，而不得不选择的行政手段。最低工资标

准行政规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市场失灵，规制主

体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行为的对象是劳动关系中劳

资双方订立工资的最低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作为

一种综合性的行政管理活动，应当将其归为行政规制。

以公共管理的视角，最低工资可谓优良的政策工具。

最低工资作为政策工具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政府支付 

很多的行政成本，便可对社会经济产生直接的干预效

果，还可以体现政府对弱势群体或劳动者的关爱，树

立政府爱民的良好印象，提升政府的威望和稳定执政

基础。在公共政策的视野中，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有一

系列的政策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

务的过程就是如何恰当地挑选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过

程，最低工资就是一种政策工具与“非市场决定”的

工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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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准竞争之考量 

“现代行政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权力

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特别是在法律

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相当自由空间之时。”[13]如何既

保证行政的效率又保证其不肆意妄为，如何在立法机

关授权立法不断增多的情况下避免政府失灵，实现对

私权的有效保护，是现代行政法无法回避的问题。目

前对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学研究较多，公法角度多以

宪法为视角。我国宪法中保障人权、建立社会保障体

制条款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宪法基础，宪法基础的确立

固然重要，但是鉴于宪法的抽象性和我国宪法实施基

础的孱弱，宪法研究并不能解决对最低工资调控的合

理性判断，更无法约束其背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便是通过刺激地方

政府与政府领导间相互竞争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这

样的竞争关系同时也使地方政府重视局部利益，从而

引发地方政府间的不当竞争。最低工资标准调控作为

行政行为，对其约束应当回归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最

低工资标准调控与地方政府间竞争实则都系行政适当

性问题。 

对于判断行政行为适当性，英、美等国采用合理

性原则，德国则通过比例原则进行判断。目前，比例

原则不断从德国向欧洲乃至世界众多国家推广，合理

性原则在英语国家不断退缩，呈现比例原则替代合理

性原则的趋势[14]。比例原则不断扩张的原因是其更适

合新时代保障人权的司法需求，其三子项的审查方式

具有良好的工具性和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力。最低工资

标准的目的是保障劳动者利益，劳动者的利益是在劳

动力市场中实现的，自由流动、就业自由和社会福利

公平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利益。只要劳动

力市场是整体并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便可以“用

脚投票”选择从工资较低的地方迁移到工资较高的地

方。因此，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审查重点在于地方政府

的调整行为及其他劳动力市场行政规制行为是否有损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性和流动性。只要劳动力自由

流动、就业自由和社会福利公平得到保障，那么具体

标准的高低应属于行政合理裁量范围之内。 

(三) 合比例的最低工资标准竞争 

欧盟法院在审理 André Mazzoleni vs ISA 案[15]时

巧妙地避开了人权保障问题和对成员国内政审查可能

引发的争议，采取从保障经济共同体整体性、流动性

和公平性的视角审查最低工资标准等行政规制行为，

并提出合比例调控的判断方法和判断要件。欧盟有 26

个成员国，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异，人员

自由流动、服务贸易自由流动是欧盟的基本原则，是

将欧盟凝结在一起的不可妥协的准则。鉴于欧盟现状，

比例原则被广泛应用于处理不同国家间劳动政策的冲

突。André Mazzoleni vs ISA 案是一起审查和判断欧盟

不同成员国间以最低工资标准为核心的行政规制是否

合理的重要案件。在 André Mazzoleni vs ISA 案中，

欧洲法院指出： 

首先，最低工资标准中涉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指

对劳动者的利益，重点在于“协调”而非狭义的“保

护”。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就业自由和社会福利公平是

构成欧盟共同市场的基础。共同市场构建的原理在国

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是一致的，但是强制性劳动标准

的制定实际是强行规定了特定民事主体(雇主)对另一

特定民事主体(雇员)的法律义务，经济发展水平、社

会文化认同、政治结构等都对标准的制定和实行产生

影响，不同国家劳动政策不可照搬套用。对劳动者的

整体保护包括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税收负担等，因

此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应当就从整体理解，重点在于

“协调”而非狭义的“保护”。劳动者应当指多数劳动

者，因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规

范时，从效率角度首先考虑的是多数劳动者的整体利

益。因此对法律法规、政策规范的评判无需求全责备，

其目的是维护多数劳动者利益，手段“不过分”即可。 

其次，欧洲法院认为东道国的主管当局应当评估

所有相关的因素，以确定其规则适用最低工资标准是

否是必要和相称的。欧洲法院指出全面的评估是必要

的：第一，政府必须考虑到，特别是提供服务的持续

时间和行为的可预测性，以及成员国间劳动力流动的

现实情况；第二，为了确保在会员国建立的员工保护

制度是等价的，他们必须特别考虑到报酬和工作期间

涉及的数额的因素，以及社会保障的贡献和税收的影

响水平；第三，东道国确立对工人的保护应当与实际

情况以及其欧盟成员国的义务相称。 

最后，应当采用合比例的评估方法。比例原则的

适用作为“目的−手段”的检测方式，如何对行为进

行评定是正确适用该原则的一个重要基础。比例原则

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在应用时必然包含相应的价值基

础，如果这些价值基础和评判标准是可以被任意解释

的，那么比例原则规范公权力的作用定然减损。故，

比例原则在具体应用中也应当规范。应用比例原则评

判最低工资标准是否恰当时，应当注意三性：第一，

可预测性。相应的强制性劳动标准应当是可操作、可

预测的，“模糊不清”也是“过分”的表现。第二，整

体性。比例原则的应用与评定应当从整体出发，在强

制性劳动标准领域，应当从劳动者、雇主和社会进行

综合考虑，尽可能保护劳动者，也避免“过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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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可比性。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当脱离现实的标

准、无视现实的环境，用单纯的理想替代政府决策的

理性是有害的。比较表 1 的最低工资标准便可知，经

济发达程度接近的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也类似，正所

谓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是由四川决定的。反之亦然。 

《欧洲社会宪章》第 1 部分第 4 条规定“所有工

人都有权要求公平的报酬以使自己及其家人保持体面

的生活水平”。针对跨国劳务合作的兴起而引发的同工

不同酬、税收安定和社会安定等问题，欧洲法院通过

André Mazzoleni vs ISA 案等一系列案件阐述了共同

体劳务自由对劳工权利的重要性，以及各国的最低工

资规定应当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着重整体判断而不

拘泥于具体标准的高低。 

 

四、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优化路径 

 

(一) 地方政府间竞争之比例治理 

调控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传统经验是中央通过行政

命令、会议协调等方式进行调控，通过中央的权威来

约束地方。但是，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始

终存在，另一方面这样的调控方式也没有跳出命令型

管理的思维定式，并且使得地方政府更乐意于比拼“上

层通道”，曾经的地方政府驻京办和现在的类似地方政

府机构便是权力命令型管理模式的副产品。最低工资

标准调控作为行政行为，对其约束应当回归行政法的

基本原则，最低工资标准调控与地方政府间竞争实则

都系行政适当性问题。欧盟法院在 André Mazzoleni 

vs ISA 案中实际是运用了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必要

性和均衡性[16]的三分判断方式。 

首先，适当性是指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有助于达

到其所追寻的目标。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地板工资”

应当达到保障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的目标。其

次，必要性是指行政规制在追求相同行政目标时，选

择对公民利益损害最小的手段。应当结合社会福利、

税收负担等整体考虑劳动者与企业的负担比例，选择

利益的均衡点。不反对最低工资标准等劳动基准作为

地方竞争实力的一部分，反对为了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而刻意控制劳动基准产生螺旋向下的竞争。最后，均

衡性原则要求利益均衡，要求实现手段获得的收益不

能与受到的损害间不成比例。当前与我国最低工资标

准挂钩的财政指标太多，使得地方政府变为了直接的

利益相关者而非中立第三方，在此需要我国中央与地

方财税体制改革相配套，减少地方的财政负担。地板

工资保障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是审查监督地方

政府调控行为合理性的核心，只要不低于地板工资的

地方间最低工资竞争都可以视为合理的。另外，以最

低工资标准的方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标，在实践

的过程中不应当陷入狭义保护，脱离“协调”一味强

调数值的增长会割裂社会经济的整体性，这并非最适

当、必要和均衡的做法。 

(二) 合比例的审查机制与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

标准竞争的治理 

不同于法、德等欧洲发达国家，当前我国存在工

会不发达、集体谈判体系不成熟、罢工缺乏明确法律

基础等问题，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也主要是采用政府

主导下的调研−协商−制定的方法，如何对问题进行评

估是行政决策的基础。从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始，“成本

−效益”的评估方式成为了英美行政法中较常采用的

一种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评估方式。《国务院工作规

则》第 21 条规定：“国务院及各部门要完善行政决策

程序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

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增

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最低工资规

定》亦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研究拟定”的。当前，

多数省份在拟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会对最低工资标准对

雇主和劳动者的影响进行评估，采用了较为简单的“成

本−效益”评估方法。然而，劳动者的收入受劳动报

酬、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地区经济结构

和发展水平等的影响，当前采用的简单的评估方式显

然存在不足。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劳动者、雇主有直接的利

害关系，对社会影响重大，因此，最低工资标准制定

的程序与依据应当公开。各省在公布最低工资标准时，

应当同时公布“成本−效益”的整体评估办法，建立

评估体系和标准权重，使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中的利益

考虑与利益博弈公开。国务院可以对各省的评估文件

进行审查，要求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当具备

可预测性，应当整体地对本省市的劳动者状况进行评

估。要使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不过分”，应当整体考

虑社会福利、税收等因素，在保护劳动者的同时选择

对雇主影响最小的手段，避免雇主所失远大于劳动者

所得的违反狭义比例原则的制度设计。最低工资标准

作为一种行政规制行为，起到的是劳动市场的“安全

网”作用，其标准不应当明显超过工资结构可接受的

范围，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目标、过程等亦应受

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最低工资标准通过给劳动

力市场温和的压力，使得劳资双方关系向良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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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而非以行政规制取代劳资双方谈判。 

(三) 落实行政程序参与原则 

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遵循的步

骤、方式、空间等要素的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为了保证程序的正当性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权

利不受行政权的不法侵害，必须让个人参与到行政机

关行使这些权利的过程中去，越是重要的权利对应的

行政权力就应当越严密，或者说更贴近诉讼原则[17]。

在拟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程序中，劳资双方应当能够全

程有效参与制定的过程。行政程序参与原则落实不足，

便容易陷入舆论引导执法的困局。 

劳资双方的意见应当能够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政府应当对是否采纳劳资双方建议及其理由和依据 

给予相应说明，否则行政程序参与权就只是摆设。此

外，劳资双方代表应当适格，具备代表的正当性，并

能够真实代表其所应当代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诉求。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实行的是一元工会体系，

其组织方式和社会背景的行政色彩较为浓厚，在政府

主导的最低工资制定程序中我国工会不可避免地受到

其身份特征的影响。要改善我国工会的现状需要一定

的时间和过程，期间更应当保障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过

程的公开和透明，迫使工会以其行为显示其代表性。

同时，普通劳动者也应当有机会了解和参与最低工资

标准制定的过程，进而督促我国劳资谈判体制的改革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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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mum wage in China is "non-market wage" formed unde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which has been 

in the public policy space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become the tool of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violating 

the rational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on. How to ensure the behavioral rational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officials while keep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discre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solve. The reasonable judgment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and the competi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behind should jump out of the narrow perspective of laborers' protec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 the key review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guaranteeing the integrity, the liquidity and equity of economic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interests of laborers, with the key lying in "coordination" rather than its narrow 

sense of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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